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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安排变化对
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李春华，李建新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本文利用2002~2008年中国老龄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在倾向值加权的

基础上，采用含有 frailty因子的Cox回归分析法，考察居住安排变化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研究结

果表明，居住安排变化对老年人死亡风险存在影响，其中“与子女同住变为不同住”老人的死亡风险最

高。研究结果还表明，考虑了脆弱性因子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大于没有考虑脆弱性因子的回归系数绝对

值。在本研究中，没有考虑脆弱性因子的“同住变为不同住”低估了其对死亡风险的作用，而“不同住变

为同住”以及“一直同住”则高估了其对死亡风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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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从第

五次人口普查占总人口6.96%的比例上升至8.87%，［1］达到了总数1.19亿左右的规模；而到2014年年

末为1.38亿左右，占总人口的10.1%。［2］对于未来我国老龄化趋势，联合国人口司和北京大学曾毅教

授等人的相关研究表明，在中/低生育水平及中死亡水平假设下，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于2050
年上升到3.3亿以上，届时将占总人口的24%至27%。［3-4］因此，无论是从现实情况还是从未来展望来

看，我国正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

老龄社会到来了，老年人的健康自然成为被关注的主要问题，其中老年人居住安排与老年人健

康及死亡风险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受传统文化的反哺观念和孝道的影响，我国老年人通常

与后代特别是与儿子同住，后代们在经济上和生活上照料老年人，在心理上排遣其寂寞、给予慰藉

等。不过，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家庭结构的变化，老年人与子女同住比例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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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5-7］在家庭人口结构方面，由于我国多年来在城市实行一胎化、在农村实行一胎半（少数民族除

外）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出生人口数量急剧下降，从而引发了我国家庭小型化、核心化和少子化。

据近几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家庭规模在不断地缩小，老年人空巢家庭的比例越来越高。［8-9］

此外，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深、社会流动的加快，更多的子辈脱离父辈家庭到更远的地方工

作，［10-11］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老年人与后代同居养老的传统。最后，随着家庭权力重心的下移，

人们在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代特别是独生子女越来越向往独立、自由和人格平等的生活，追

求自我价值，他们在婚后另立门户的现象越来越多。［12］因此，我国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分居的比例越来

越高。［13］可见，我国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居住安排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给老年人的死

亡风险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影响的方向及幅度怎样？其中的影响机制又是什么？我们应该对这些

影响给予怎样的现实关怀？将是下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二、文献综述

在居住安排与老年人健康关系方面，与子女同住是否影响了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或者死亡风险，

目前学界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同

住能得到来自后代的支持，增进了老年人的晚年福利，对其身心健康起到积极作用，降低了老年人的

死亡风险。［14-16］与同住对老年人健康产生正向影响的观点相左，另一种观点认为与成年子女同住的

老年人并未在健康上占优势，他们或者增加了疾病的发病风险，［17］或者在同住情形下由于空间的狭

小、见面频率的增多，引发了更多的代际关系紧张问题，从而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更不利。［18-19］第三

种观点认为是否与成年子女同住与老年人的健康无关。同住只是一种物质载体，在这种载体下，代

际互动和感情交流等最能反映代际关系好坏的实质内容，从而影响老年人的健康。换言之，合住不

一定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而分住不一定妨碍子女对老年人进行各种支持。［20］由此看来，在老年

人与后代同住是否会对其健康产生影响的问题上，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同住对老年人的健康具有促

进效应、降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但目前学界尚未形成共识。

在对老年人死亡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学者们除了对居住安排进行探讨以外，还对一些人口、社会

经济、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在人口、社会经济因素研究方面，Martelin和

Paula等人的研究揭示，社会经济地位如教育、职业、收入皆与死亡水平有关。［21-22］就婚姻状况而言，顾

大男的研究指出，已婚人士比未婚人士活得更久。［23］在健康状况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方面，Manton
等人的研究指出不良的健康状况与高死亡风险高度相关。［24］不仅如此，精神健康、乐观者会更倾向于

长寿。［25］生活方式包含的内容很广泛，Stessman等人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坚持锻炼身体，哪怕是不久

前才开始锻炼身体，也会获得更好的存活机会和肌体良性运行的可能性；［26］而不良的生活方式，例如

嗜酒，同时还抽烟，缺乏锻炼，摄入高脂肪的食物，则是死亡的主因。［27］王家宝的研究则指出，针对高

龄老人，吸烟的历史过程对其存活影响程度的统计意义并不明显。［28］社会互动或参与宗教活动也是

生活方式的一项内容。朱荟等人的研究表明，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比不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更长寿；［29］

与他人的互动越是频繁，越是活得长久。［30］这些在人口、社会经济、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因素等方面

对老年人健康/死亡风险影响的分析，为本研究寻找控制因素起到了很好的参考作用。

在探讨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对其健康和死亡风险的影响议题上，我们看到，诸多研究主要从静态

的居住安排类型方面出发，例如是否与后代/子女同住、与配偶同住、在养老机构居住等，考察不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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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类型的老年人在健康/死亡风险上的差别。这些研究多采用横截面数据，在探讨居住安排和老年

人的健康和死亡关系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仍在以下两个方面略显不足：一是不能反映社会转

型期老年人居住安排变化这一动态过程对老年人健康或死亡风险的影响。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

会转型所带来的家庭结构和观念等方面的变化，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居住安排在

老年阶段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居住安排的改变意味着他们将要面临更大的适应性压力。［31］因此，研究

老年人居住安排变化对其健康或者死亡风险的影响显得格外重要；二是从研究方法来看，这些静态

研究可能存在一些内生性问题（尽管也控制了一些其他变量），譬如从文献回顾中我们也看到，健康

状况/死亡风险和居住安排之间高度相关，它们之间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那些健康状况不好、死

亡风险较高的老年人更可能与子女/后代同住，反之亦然。张震采用追踪数据而非横截面数据来考

察两者的关系，由于考虑时间变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两者之间的内生性问题，［14］但这些研究

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内生性问题。因此，本研究将在事件史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倾向值加权的方法

来解决这一问题。此外，对于事件史数据，多数学者使用普通的Cox风险模型分析方法，这个方法假

设被调查者面临的风险是相同的，而事实上，在现实社会中他们所面临的风险是不同的。如果没有

考虑到这一点，会产生一些偏误。［32］因此，本研究采用考虑了脆弱性因子（frailty）的Cox风险模型来进

行研究。关于倾向值加权和 frailty Cox模型的方法将在后文做进一步的介绍。

因此，本研究将采用最新数据，采用倾向值加权和考虑了 frailty因子的Cox风险模型，在控制一

些人口社会等变量的基础上，考察老年人居住安排变化是否对其死亡风险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其

影响机制、作用大小和方向又是怎样。

三、数据与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研究（CLHLS）2002~2008年的追踪数据。CLHLS是

由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主任曾毅教授主持进行的一个追踪调查。该研究的第一次调

查（基线调查）于 1998年进行，随后的跟踪调查分别在 2000年、2002年、2005年、2008/2009年以及

2011/2012年进行。CLHLS调查涵盖了中国31个省中的23个，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北京、

天津、山西、陕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重庆、

海南。由于本研究对象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而1998~2000年的调查对象都是80岁及以上的老

年人，因此，这里只采用2002年及后期的追踪数据。另外，考虑到2008~2011/2012年居住安排变化

有的类别个案极少，为保证分析结果的稳定性，本研究只采用2002~2008年共三期的追踪数据。通

过剔除一些缺失值、不适合的填答个案，最终纳入统计模型的基期样本量为9 277个。

2. 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从基期（2002年）开始到结束期（2008年）老年人的死亡风险。为了计算死亡

风险，须先计算存活时间（年）。对于死亡老年人，由死亡年份和基期调查年份相减算出；对于存活老

年人，直接由调查结束期年份减去基期调查年份得到；对于失访老人，由最近一次访问老人的年份减

去基期调查年份得到。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与子女同住（下文简称为“同住”）的变化。这里，将形成四种类型的变化

情况：“一直不同住”编码为0（为参照组）、“同住变为不同住”编码为1、“不同住变为同住”编码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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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同住”编码为 3。同住变化是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从后续两次居住安排变化情况来看，从

2002年开始到2005年仍存活的5 629位老年人中，“一直不同住”、“不同住变为同住”和“一直同住”

的比例各约占三成（见表1）。从2005年到2008年仍存活的2 986位老年人中，“一直同住”的比例约

占四成，“一直不同住”的比例占35%左右，这两类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变化最突出。与2002~2005年

居住安排变化的情况相比，2005~2008年仍存活的老年人中，“一直不同住”的比例上升了 4%左右；

“同住变为不同住”的比例也略有上升，上升

了约 2%；“不同住变为同住”的比例下降最

大，降幅为16%左右；“一直同住”的比例上升

也较快，升幅约达 10%。如果按照当前是否

与子女同住进行分类，可以计算出截止到

2005年调查结束时，不与子女同住的比例约

为42%（“一直不同住”+“同住变为不同住”）、

与子女同住的比例约为 58%（“不同住变为同

住”+“一直同住”）；截止到 2008 年调查结束

时，不与子女同住的比例约为 49%、与子女同

住的比例约为 51%，说明随着老年人年龄的

增加，不与子女同住的比例有所升高，而与子

女同住的比例有所下降，这与前文学者们提

到的与子女同住比例下降结论一致。

结合文献综述中可能会对老年人死亡风

险造成影响的因素分析，这里加入四类控制

变量。第一类是社会人口特征的变量，包括

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房主和城乡六

个。第二类是代际支持变量，包括后代在老

年人生病时的照料和日常的经济支持两个。

第三类是健康状况，含认知功能、日常生活自

理能力（ADL）和健康自评三个变量。第四类

是生活方式变量，这里只使用当前是否锻炼

身体、是否参加社交活动两个变量。这些变

量除了认知功能以外，［33］其余变量皆为二分

类变量，具体见表 2所示。从表 2可以看出，

2002 年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比例在四成左

右。在社会人口特征方面，80岁及以上的高

龄老年人占 65%左右，并以女性、无配偶、没

受过教育者居多，房产证上的名字为后代、居

住在农村的老年人居多。在代际支持上，绝

大多数老年人在生病时得到后代的照顾和平

表1 2002~2005、2005~2008年调查

存活老年人中居住安排变化情况（%）

居住安排变化情况

一直不同住

同住变为不同住

不同住变为同住

一直同住

最后调查年存活人数

2002~2005年

30.98
11.41
27.39
30.22
5 629

2005~2008年

35.20
13.50
11.32
39.99
2 986

表2 基期（2002年）变量分布（%）

变量

核心自变量

同住（不同住=0）
控制变量

社会人口特征

年龄（65~79岁=0）
性别（男=0）
婚姻状况（无配偶=0）
教育（文盲=0）
房主：后代（自己=0）
城乡：城镇（农村=0）
代际支持

生病时得到后代照顾（无照顾=0）
后代经济支持（无支持=0）
健康状况

认知功能*：中度（严重缺损=0）
低度

健全

ADL（无ADL障碍=0）
健康自评（差=0）
生活方式

是否锻炼：是（否=0）
是否有社会交往：是（否=0）

百分比

40.67

65.05
55.24
39.37
39.58
63.33
41.48

72.80
67.64

14.52
16.40
54.11
28.19
46.85

32.82
13.34

注：N=9 277；*参考顾大男和仇莉关于“中国高龄老年

人认知功能特征和影响因素分析”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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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得到后代的经济支持。在健康状况方面，样本老年人的认知功能较健全，并以ADL无障碍、自评健

康的老年人居多。在生活方式方面，以当前不进行体育锻炼和无社交活动的老年人为主。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中年龄分组、婚姻状况、生病时得到后代照顾、平时得到后代的经济支持、

ADL、自评健康、当前是否锻炼身体和是否参加社交活动作为时变性变量、其他变量作为时恒性变量

进入模型。

3. 研究方法

为了解决居住安排和老年人死亡风险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倾向值加权的方法。倾向

值的方法是基于反事实框架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源于计量经济学家Heckman1978年在处理非随机

分配情形下如何估计干预效应问题的探讨，当时他使用联立方程建模来处理虚拟内生变量的问

题。［34］到了 1983年，统计学家Rosenbaum和Rubin提出“倾向值（propensity score）”术语，旨在用倾向

值分析修正选择性偏差。［35］本研究使用倾向值加权的方法，借助反事实框架，解决居住安排和老年人

死亡风险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未观测到的异质性（unobserved heterogeneity）”。［36］在现实中，我

们不可能观测到所有的重要变量，或者即使该变量可以观测到，但由于种种原因在模型设置时被忽

略了。对于未观测到的异质性，通常的做法是把它放入模型的误差项。但是，如果未观测到的异质

性与某些解释变量相关，可能会使估计的系数有偏，即发生了忽略变量偏误问题，［37-38］特别是在有关

死亡风险的研究中，即使它与解释变量不相关，它对结果的干扰要比在其他模型中大得多。［31］在人口

学研究中，Vaupel等人认为每个个体生来就有一定水平的 frailty（脆弱性，有时译为虚弱度），脆弱值

越大的个体往往会先死亡，［39］并指出，这种 frailty 是异质性的一种。Janet M. Box-Steffensmeier &
Bradford S. Jones进一步指出，未观测的异质性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数据集中的一些观测对象较其他

观测对象具有比较脆弱的倾向，也即比较“脆弱（frail）”。［40］由于未观测到的异质性在实际操作中很难

纳入模型进行测量，而脆弱性概念的提出提供了一种测量未观测的异质性的简易方法，并用于生存

数据的模型中。［41］换言之，由于“未观测的异质性”这种结果难以测量，不妨直接将产生“未观测的异

质性”的原因 frailty放进方程里进行考察。脆弱性可以是个体层次的，也可以是群体层次的。本文采

用个体层次的 frailty Cox模型。

为更好地回答本文的问题，本研究运行了不同的模型：模型1（M1）和模型2（M2）为倾向值加权

前只包含居住安排变化的模型；模型3（M3）和模型4（M4）是倾向值加权前含所有因素的综合模型；

其 中 M1 和 M3 为 没 有 考 虑 frailty 因 子 的 Cox 模 型 ，M2 和 M4 为 考 虑 了 frailty 因 子 的 Cox 模 型。

M4_ATE和M4_ATT是分别进行ATE和ATT加权后含所有因素且考虑了 frailty因子的Cox模型。通

过建立不同的模型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得出同住变化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作用。若脆弱性因子

显著，说明该因子对死亡风险的作用显著；若整个模型结果报告卡方检验的p值小于0.05，则说明模

型中考虑了脆弱性因子是值得的，能更好地拟合数据。

四、分析结果

结合上文影响老年人居住安排因素的文献回顾，我们用老年人的年龄分组、性别、婚姻状况、居

住地、ADL和健康自评六个变量对是否与子女同住变量做Logit回归，得到相应的倾向值。然后做

ATE和ATT加权后的回归分析。通过对比加权前后样本的分布，我们可以看到加权后的样本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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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见表3）。

从表 3 可以看出，在倾向值加权

前，6个变量中有 5个存在显著的不平

衡，而通过 ATE 加权后，6 个变量都变

平衡了；通过 ATT 加权后，4 个变量得

到了平衡，另有 1 个变量只在 0.1 的显

著水平上稍有不平衡而已。因此可以

看到，通过倾向值加权后，绝大多数变

量得到了平衡。这为后面的分析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表4 居住安排变化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变量

同住变为不同住

不同住变为同住

一直同住

年龄（65~79岁=0）
性别（男=0）
婚姻状况（无配偶=0）
教育（文盲=0）
房主：后代（自己=0）
城乡：城镇（农村=0）
生病时得到后代照顾（无照顾=0）
后代经济支持（无支持=0）
认知功能：中度（严重缺损=0）

低度

健全

ADL（无ADL障碍=0）
健康自评（差=0）
锻炼身体（不锻炼=0）
社交活动（不参加=0）
脆弱性因子

LL
df

M1
-0.06*（0.03）
-1.41***（0.04）
-1.79***（0.05）

-8355.1
3

M2
1.74***（0.11）
-2.89***（0.10）
-3.45***（0.11）

0.79***（0.04）
-5635.0

4

M3
0.22***（0.04）
-1.42***（0.05）
-1.41***（0.05）
1.06***（0.04）
-0.40***（0.04）
-0.65***（0.04）
-0.07+（0.04）
0.08+（0.04）
-0.10**（0.03）
0.09+（0.05）
0.04（0.04）

-0.34**（0.05）
-0.55***（0.05）
-0.84***（0.05）
0.32***（0.04）
-0.09**（0.03）
-0.00（0.04）
-0.30***（0.06）

-6060.9
18

M4
1.06***（0.13）
-5.19***（0.20）
-5.01**（0.20）
2.66***（0.15）
-0.48***（0.11）
-1.03***（0.12）
-0.01（0.11）
0.38***（0.11）
0.15（0.10）
0.66***（0.14）
0.27*（0.11）
-0.54+（0.17）
-0.97***（0.16）
-1.39***（0.15）
1.12***（0.12）
-0.34***（0.10）
0.02（0.10）

-0.67***（0.14）
0.90***（0.07）

-3907.4
19

M4_ATE
1.02***（0.13）
-5.26***（0.20）
-5.05***（0.20）
2.60***（0.15）
-0.48***（0.11）
-1.11***（0.12）
0.10（0.11）
0.33**（0.11）
0.10（0.10）
0.74***（0.14）
0.34**（0.12）
-0.56***（0.12）
-1.02***（0.16）
-1.34***（0.15）
1.16***（0.12）
-0.33***（0.09）
-0.04（0.10）
-0.64***（0.14）
0.90***（0.06）

-3889.0
19

M4_ATT
1.01***（0.13）
-5.19***（0.20）
-4.95***（0.20）
2.59***（0.15）
-0.51***（0.10）
-1.06***（0.12）
0.01（0.11）
0.39***（0.11）
0.14（0.10）
0.74***（0.14）
0.27*（0.11）
-0.52**（0.17）
-1.04***（0.16）
-1.37***（0.14）
1.10***（0.12）
-0.29***（0.09）
-0.02（0.10）
-0.66***（0.14）
0.88***（0.07）

-3922.5
19

注：+p<0.1，*p<0.05，**p<0.01，***p<0.001；变量括号内为参照组，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4是本项研究运行的模型结果。从表4可以看到，没有加入其他因素之前，模型1的系数方向

都是负的且都在 0.05及以上水平上显著，说明相对于“一直不同住”组而言，“由同住变为不同住”、

“由不同住变为同住”以及“一直同住”的老年人的死亡风险都要小。转化成以 e为底的幂函数以后，

表3 加权前后影响居住安排的协变量的平衡情况

协变量

年龄（65~79岁=0）
性别（男=0）
婚姻状况（无配偶=0）
城乡：城镇（农村=0）
ADL（无ADL障碍=0）
健康自评（差=0）

加权前

0.43***

1.49***

0.59***

0.62***

0.85***

1.00

ATE加权后

-0.01
-0.03
0.07
-0.04
-0.05
-0.00

ATT加权后

-0.08+

0.04
-0.13**

0.05
-0.01
0.03

注：N=9 277；+p<0.1，*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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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由同住变为不同住”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是“一直不同住”组的94%，“由不同住变为同住”老

年人的死亡风险是“一直不同住”组的 24%，“一直同住”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是“一直不同住”组的

17%。模型2的结果虽然显示是显著的，但系数方向有正有负。具体来看，“由同住变为不同住”老年

人的死亡风险是“一直不同住”组的570%，“由不同住变为同住”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是“一直不同住”

组的6%，“一直同住”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是“一直不同住”组的3%。因此在模型2中，“由同住变为不

同住”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是最高的。另外，我们从模型2中加入的脆弱性因子系数为正可以看出，个

体脆弱性因子起到了增加老年人死亡风险的作用且作用显著。通过比较模型 1和模型 2系数的大

小、方向和显著度可以看出，是否加入脆弱性因子对自变量参数的显著程度影响不大，但对自变量系

数的大小和方向产生影响。加入脆弱性因子以后，自变量系数的绝对值变大且有的系数方向发生了

改变。

模型 3和模型 4是含居住安排变化、社会人口、代际支持、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因素的总模型。

对比模型3和模型1，核心自变量中，“同住变为不同住”的系数方向发生了变化，其中的原因是社会

人口因素起到了调节作用。从模型3中核心变量的系数符号可以看出，“由同住变为不同住”老年人

的死亡风险显著高于“一直不同住”组，“由不同住变为同住”和“一直同住”老年人的死亡风险都显著

低于“一直不同住”组。

当考虑了脆弱性因子，通过对比模型4和模型2，我们发现，模型4的核心自变量中，系数的方向

和显著程度几乎不变，具体表现为：“由同住变为不同住”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是“一直不同住”组的

289%、“由不同住变为同住”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是“一直不同住”组的1%、“一直同住”老年人的死亡

风险也只是“一直不同住”组的1%。在控制变量中，除了教育、城乡和锻炼身体以外，其余因素都在

0.05水平上显著（认知功能中度缺损在0.1水平上显著）。在社会人口学因素方面表现为：高龄老年

人的死亡风险大约为低龄老年人的1430%、女性老年人死亡风险是男性的62%、有配偶老年人的死

亡风险是无配偶的36%、房主为后代的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是房主为自己的老年人的146%。在代际

支持上，生病时得到后代照顾的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是没有得到后代照顾的193%，平时得到后代经济

支持的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是没有得到后代经济支持的131%，这可能与这部分老年人本来就身体不

好、经济条件差，需要后代的照顾和经济支持有关。在健康状况方面，在认知功能上，中度缺损老年

人的死亡风险是严重缺损的58%、低度缺损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是严重缺损的38%、认知功能健全老

年人的死亡风险是严重缺损的25%。ADL有障碍的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是没有障碍的306%，自评健

康好的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是差的71%。在生活方式方面，参加社会交往活动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是不

参加活动的 51%。模型 4的结果还表现为个体层面的脆弱性因子显著提高了老年人的死亡风险。

通过计算模型3或模型4及它们之前各个特征模块逐步进入模型的-2LL和自由度差值，得到卡方分

布相对应的p值都显著小于0.000，说明新加入的因素对居住安排变化起到了调节作用且都是值得加

入考虑的，据此我们认为总模型最有解释力，也说明居住安排变化部分通过社会人口、健康状况、生

活方式和个体层面的脆弱性因子对老年人的死亡风险起作用。

此外，对比模型3和模型4，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变化不大，但是从绝对值来

看，加入了个体层次的脆弱性因子的模型中，各因素系数的绝对值比没加入脆弱性因子的要大。在

我们的研究中，由于核心自变量的系数有正有负，转化为以 e为底的幂函数以后可以看到，没有加入

脆弱性因子的模型中，当变量系数为正时低估了它们对因变量的作用，而当变量系数为负时则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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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它们对因变量的作用，这一结果与某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31］［40］［42］另外，带脆弱性因子的模型都

报告模型卡方检验的 p值在 0.001水平上显著，说明在生存模型中引入脆弱性因子是值得的，因此

我们认为模型 4的结果较模型 3能更好地拟合数据。另外，对比模型 3和模型 4中核心自变量的情

况，可以看到，如果没有考虑脆弱性因子，相对于参照组而言，“由同住变为不同住”对老年人死亡

风险效应低估了 164%（=289%-125%）；而“由不同住变为同住”对老年人死亡风险则高估了 23%
（=24%-1%）；“一直同住”也对老年人死亡风险高估了23%（=24%-1%）。

当我们使用了倾向值加权以后，得到了 ATE 加权和 ATT 加权后的两个模型结果 M4_ATE 和

M4_ATT。通过比对模型4、M4_ATE和M4_ATT，可以看到，加权前后，几乎所有变量的系数方向和显

著度都没有发生变化，只是系数的大小有所变化。在我们所关注的核心自变量中，未调整的“由同住

变为不同住”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是“一直不同住”组的 289%（=e1.06），而调整后的平均干预效应为

277%（=e1.02），调整后干预组的平均干预效应为 275%（=e1.01）。在此，我们更关注干预组的平均干预

效应在加权前后的变化，可以看到，当数据平衡之后，得到“由同住变为不同住”的效应减少了 14%
（=289%-275%）。与此类似，也可以得到未调整的“由不同住变为同住”和“一直同住”两组老年人

的死亡风险与“一直不同住”组老年人的死亡风险的相对情况，但由于我们只精确到小数点后两

位，所以从数值来看几乎看不出调整前后的变化（实际上在小数点后第三位存在差别）。因此，虽然

有的变量在调整前后得到的结果很接近，但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通过倾向值加权后，解决了居住安

排与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内生性问题，得到了居住安排变化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净效应。其他控制变

量进行倾向值加权后的结果有些许变化，但他们不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故在此不对其效应进行解

释。

五、结论和讨论

前文在对老年人居住安排变化情况描述时揭示，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一直不同住”、“同住

变为不同住”和“一直同住”的比例都有所上升；而“不同住变为同住”的比例下降幅度较大，总体而

言，老年人不与子女同住的比例在升高，而与子女同住的比例在下降，出现了逐渐远离传统居住模

式、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现象。就一般情况而言，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高、身体机能的下降，他们更可

能与后代同住，以得到后代在物质和精神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照顾。

本文旨在对老年人居住安排变化是否对其死亡风险产生影响以及影响作用的大小和方向等做

出分析。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居住安排变化的确对老年人的死亡风险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相对于参照类“一直不同住”而言，“由同住变为不同住”、“由不同住变为同住”以及“一直同住”都是

显著的。从各个系数的大小和方向来看，在考虑了个体层面的脆弱性因子的情况下，“由同住变为不

同住”类的系数为正，而“由不同住变为同住”以及“一直同住”的系数为负，说明“由同住变为不同住”

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是最高的。之前曾有学者提到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但

该学者没有对这种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做进一步的分析。本研究的结果表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

不一定产生消极的结果，只有当老年人由与子女同住变成不同住时才会增加老年人的死亡风险，而

当老年人由不与子女同住变为同住时则有助于降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换言之，当老年人居住安排

变化所带来的适应性代价小于所得的福利时是对老年人有利的。分析的结果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

了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健康长寿的保护作用，特别是对于高龄老人尤为如此，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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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在日常生活照顾、物质和精神赡养等方面具有更多的优势。［43］

另外，我们注意到，考虑了个体层面的脆弱性因子的Cox模型比没有考虑脆弱性因子的Cox模型

更合理、能更好地拟合数据。之前有学者提到，未被观测的异质性会影响到事件史中关于死亡的分

析，有时会夸大或抑制干预效应估计值。本研究如果没有考虑到这种异质性，会使得由同住变为不

同住的居住安排变化低估了其对死亡风险的作用，而由不同住变为同住以及一直同住的居住安排变

化高估了其对死亡风险的作用。因此，本研究建议在以后关于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分析中，要充分考

虑脆弱性因子的影响。另外，通过倾向值加权分析发现，“由同住变为不同住”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

影响作用在加权前有所高估。通过做样本平衡处理，解决了居住安排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内生性问

题，消除了一些混杂因素的影响，得到了居住安排变化对死亡风险的净作用。

围绕老年人到底是居家养老、社区养老还是机构养老更利于老年人的健康长寿，本研究认为，我

们不仅要提倡居家养老，更要提倡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养老方式，特别是当老年人丧偶、年龄增大时

尤为如此，因为这种居住安排能有效地降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事实上这种养老方式已被一些发达

国家所重新认识和重视。例如日本和新加坡在经历了对老年人赡养的服务从以家庭为主走向社会

化和多元化之后，随着时间的变迁，许多老年人和子女认识到这种社会养老割断了代际的感情纽带，

子代和父代之间的隔阂加深，这样也不利于老年人晚年身心健康的发展。于是，这些国家从20世纪

90年代初把老年人福利的重心转移到居家福利模式上。当地政府不仅对老年人提供居家服务，而且

对同居型家庭养老方式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态度，例如子女照顾7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享受减税；

如果照顾老年人的子女要修建房子，使老年人有自己的活动空间，他们可以得到贷款；如果卧床老年

人需要特殊设备，政府予以提供等等。［44-45］在我国，由于经济发展、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和人们观念改

变等原因，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在不断下降，本研究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同时本研究结果也表

明，老年人由与子女同住变为不同住会增加老年人的死亡风险。这是一个矛盾。因此，要从根本上

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在观念上引导子女与老年父母同住，形成良好的代际关系，给老年人带来切

实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采取多种方式促进同住比例的提高，

例如购买与老年人同住的住房时给予房价或贷款优惠、给予子女更多的假期以陪同老年人看病和旅

游等等；此外，为方便后代与老年人共同居住，不仅在房型设计上考虑三代同堂或者娘家和婆家两对

老人共同居住的便利性，而且还要给予独生子女更多的社区扶持服务，减轻他们的负担。只有这样，

才能使得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居住安排变得切实可行。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出于模型的简洁，没有将生活方式其他方面的变量（例

如饮食习惯、是否抽烟和喝酒等）纳入其中，更没有考虑各种交互项，这样处理虽然模型变得简洁但

也使得对模型的解释有所欠缺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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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Elderly Mortality Risk
LI Chun-hua，LI Jian-x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LHLS 2002~2008 data，this article uses propensity score weighting method and
frailty Cox models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change of living arrangements to elderly mortality risk. Results
show changes of living arrangements affects elderly mortality risk. From co-residence with their adult chil⁃
dren to non-co-residence with their adult children，elderly mortality risk is highest in all change types. Re⁃
sults also show the absolute values of coefficient in frailty Cox models a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x models.
In this article，effect from co-residence with their adult children to non-co-residence with their adult chil⁃
dren is underestimated，while effect from non-co-residence with their adult children to co-residence with
their adult children and always co-residence with their adult children are overestimated.
Key Words：Living Arrangement，Propensity Score Weighting，Frailty，Mortality Risk

112


